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赵殿武

91年前的一个夜晚，江西吉安，赣江之滨。一位19岁的小伙子拉住哥哥的手嘱咐道：“哥，这次一走，不晓得将来如何，你多生几个儿子吧!”之后便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奔赴革命前线。谁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再也没能够踏上家乡的热土，再也没能够和亲人团聚。而那句嘱托也成了他留给亲人的遗嘱，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般的悲壮，留给亲人无尽的思念和悲伤。而当我寻访到他的亲人并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这令人刻骨铭心的肺腑之言，我的眼前常常浮现那兄弟诀别时的画面，这画面令我感到揪心和难忘。这种揪心和难忘积郁已久，一直想写一写，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以告慰革命者的英灵。我想写的这位小伙子，就是日后的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烈士。
说起来，我和彭德大烈士“结缘”已久。还在25年前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全班清明节到大青山革命公墓扫墓，展厅里他的大幅黑白画像和他的革命事迹深深震撼了我，那一次就记住了他很特别的名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在我的人生之路还能有幸走近这位著名英烈。2013年和2014年，我两度受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和《内蒙古抗战史》评审会，在审读书稿时，看到彭德大烈士牺牲在明安滩的记述，深感地点过于宽泛不太清晰准确，再查相关史志资料，有关烈士的牺牲地和安葬地竟有不同说法，这使我萌生了寻访他的牺牲地，把这些情况彻底搞清楚的念头。我想，这件事我们这代人不搞清楚、不来做，那么下一代人想搞都很难搞清楚了，想做都没有机会了。这念头随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到来愈来愈强烈，终于，在《北方新报》首席记者泊寒兄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于2015年4月18日踏上寻访之旅。
在彭德大烈士牺牲75年之后做关于他牺牲情况的寻访不是一件容易事，困难在于很多知情老人已经过世，存世有关史料稀少。但是不管怎样，这件事也要做，不能再拖了。幸运的是，我们在土左旗察素齐找到了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抗战时期大青山里的著名开明人士杨广德之孙杨子文老先生，他是我们已知见过彭德大烈士的唯一健在者，已84岁。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居住在杨家西沟的杨广德一家给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仅粮食就捐献了几万斤。中共绥西地委驻地就在杨家大院，作为大青山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绥西地委书记的彭德大跟杨广德全家相处亲如一家。当时已经懂事的杨子文对这些印象深刻，他深情讲述了他记忆中和蔼可亲的彭主任，讲起日伪军对他们杨家烧杀抢掠的疯狂报复，讲起叛徒胡定良对杨家的残害，讲起彭主任牺牲时杨家献出老祖母的松木寿材，讲起杨家冒着生命危险为彭德大烈士秘密守坟上坟，讲到动情处不禁老泪纵横，连说“彭主任，可好的人哪!”那一次，我们冒了很大的险，接这位八旬高龄的老人上山，一起寻访，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他是唯一的知情人，只有他亲自去，这次寻访才有其准确性和非同寻常的价值。
那一天，微雨之后，我们直接从陶思浩进山。当时大地刚刚泛青，白石头沟山口处云雾缭绕，景色奇瑰，非常罕见。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充满遐想，难道这历史迷雾有待我辈解开乎？车在两侧高耸悬崖绝壁的沟里穿行，看着摇摇欲坠的山石和仅容车轮的崎岖山道，心里颇捏了一把汗。艰难行驶近两个小时出了山谷，眼前豁然开朗，到了一个名叫一前晌的地方，心才放下来。一前晌，民国时期尚是地图上一个有名的村子，而今只剩两户人家，杨家西沟就在一前晌的不远处。在大山里，手机信号皆无，我们未做停留，径直前往杨家西沟。
杨家西沟虽是一条不太长的小沟，但是路很不好走，我们上坡行车几公里，在一个较宽的空场处停下来，再往上已经无法行车，只能步行。这个空场处其实就是绥西地委驻地杨家大院的旧址，已经被盗采煤炭的机械挖的乱七八糟，难以看出旧日的一丝痕迹，只有陡坡上不远处的杨家老坟地和几棵老树能够让人感觉到昔日的变迁。杨子文老人不顾年迈和我们一起爬山，看到他气喘吁吁，真有点担心。过去有的书中说彭德大烈士牺牲后就安葬在杨家院子后面，到了山上，我们才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我们走走停停，不住地问杨老，他均说不是，指向西面的沟里。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杨家西沟的沟头，那里也被挖掘机挖得千疮百孔。毕竟几十年没回来了，加上地形地物遭到破坏，杨老也一时有点发懵。正待失望间，杨老环顾四周，突然指着一处土坡说道：“就是这里。”又指着北面的一个小山说：“彭主任的坟地后面正好有个大个尖（即很陡的小山）。”杨老接着说，此处沟头叫老虎沟，东面正对的远山叫麻崖岭。这也令我对文献记载有了新的认识。所谓彭德大烈士埋葬在“老伟沟下”的说法显系出版时编辑误将草写的“虎”字误作“伟”字；所谓葬在黄麻岭下一说应是忆者对地形地物的印象模糊所致。杨老还告诉我们，1951年，3名解放军战士奉命到大青山里寻找彭德大烈士的遗骸。他们在武川县人字号村打听到了为躲避追杀被迫逃难到此的杨家后人，是杨子文带着那几个战士到山里起出彭德大烈士的遗骨，每人背了一个兜子背下了山。我们对杨老指认的地点进行了可参照性拍照，为历史留下重要记录。此时夕阳西下，我们遂赶紧下山。我们在黑夜里向北在大山里穿行，已经分不清到了哪里，直到晚上八点多才从北山口出山，到了固阳县下湿壕。在那里住宿，饱餐了乡村小饭馆地道的羊杂碎之后，使我们消除了一天的饥劳。所以选择此路线，不仅为了安全，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探访彭德大烈士的牺牲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即出发，前往下湿壕西南两三公里处的小帮浪村，1940年3月29日，彭德大烈士就牺牲于此。关于彭德大烈士牺牲情节，文献资料和村民记忆有所出入。文献记载彭德大主任指挥部队与顽军作战时不幸中流弹牺牲，而村民记忆则是彭主任患感冒在村后的山洞里养病时，被村里当兵的陈某探亲时得知，陈半夜潜出村子告密，天亮时敌人偷袭，彭主任与敌激战时牺牲。因当年负责照顾彭主任的高家老太太及其儿子高新宽已经去世，最重要的线索中断了。我们只在村里找到一点重要外围线索，证实陈某确实在敌人部队里当兵，并在解放后因涉嫌告密之事被关押多年。对于陈家告密一事，在这个小村子里仍是人所共知的历史记忆，顾忌到邻里关系，大家都不愿意和陈家提及这个话题。由于行政区划变迁，加上陈某是个小人物，案卷材料已难查询，继续追踪此事几无可能，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感到怅然。
在大青山里完成寻访之后，接着寻找彭德大烈士遗骨的下落。杨子文老人只知道当年3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兜子带走了彭主任的遗骨，至于这几名战士是谁派来的，去了哪里，他已经记不清了。根据《吉安市志》《包头市志》的明确记载，我分别电话咨询了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张家口烈士陵园，没想到，园方回复并无安葬彭德大烈士，我担心排查有误，几经核实，终于确认此事。两部志书记载和实情不符既令我十分震惊又令我十分困惑。彭德大烈士的遗骨究竟在哪里？于是我只能像破案一样继续追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突然看到《绥远日报》1950年版上一则绥远省政府关于通令各县寻找革命年代牺牲烈士遗骸的报道，令我茅塞顿开，于是我的目标瞬间转向内蒙古革命公墓（即原大青山烈士陵园）。令人欣喜的是，经向园方咨询，确认彭德大烈士的骨灰安放在该公墓。第二天，我即前往内蒙古革命公墓，再次核实，“眼见为实”才真正放心。我为革命烈士生平历史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园方的热情支持，在第一存放室，当我见到彭德大烈士的骨灰盒冷冷清清安放在那里，不像其他人那样灵前摆放着鲜花和祭品，想起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那句老话；想起他十几岁远离家乡，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又奔赴内蒙古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英勇牺牲在抗日前线；想起他一辈子没结婚，没留下子嗣，连他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想起他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不禁十分沉重和伤感。遂在这里向彭德大烈士三鞠躬，表达作为后来人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我根据考证的结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在当年召开的内蒙古史学会年会上，我受邀作了报告，讲述了调查情况，受到了内蒙古史学会会长白拉都格其教授等专家的赞赏和高度评价，认为我通过田野调查推进了历史研究，填补了空白。我撰写的论文在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内蒙古党校、内蒙古社科联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研讨会上获得二等奖。更令人欣慰的是，远在江西吉安的彭德大烈士的亲人从网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和相关报道，非常激动。他们寻找亲人下落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烈士骨灰安放地点，促成了他们的寻亲和祭扫之旅。2019年8月，彭德大烈士的过继子彭继钢老人在子女陪伴下，千里迢迢来到呼和浩特，祭奠亲人，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失散多年的亲人，在香火和鲜花前，终于实现“团聚”。这一切，虽然来得太迟太迟，但终究是令人欣慰的。
一晃之间，五年已经过去，我对彭德大烈士的研究和关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深深感觉到，英雄和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柱石，他们的生命和精神是一个社会的最高贵的存在，我们生者有责任传承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用心用情表达我辈对他们的尊崇和纪念并体现在自觉的行动上。所以在党史学习教育之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要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更要为英雄烈士办实事。彭德大烈士生平信息多年来存在的出生地和牺牲地用法不同问题一直是我非常关注并推动解决的大问题。因为江西省党史资料中记载为彭得大，内蒙古党史资料里记载为彭德大，两地“各执一词”，导致某权威大辞典同时收录，误以为两个人。资料显示，彭得大这一姓名在原始档案文献比较多见，而彭德大这一姓名系1970年后有关著作中才出现，属于约定俗成，并被广为人知。至于烈士在族谱上的姓名记录为彭文汰，仅限于家族周知，被刻在家乡祖茔衣冠冢的墓碑上。对于彭德大烈士离开家乡后使用的姓名，家族人根本不知道，无怪乎他们解放后几十年难以寻找到亲人下落。对于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亟待统筹解决，以避免人们认知上的混乱，有利于学习和纪念。
在烈士生平信息中补充几个字，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无论是烈士褒扬纪念主管部门还是党史部门，对此都十分慎重，谁也不敢轻易开这个口子。但是烈士生平信息的补充完善关乎其本人的权益，烈士们的权益必须有人来维护。经不懈努力和持续推动，内蒙古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采纳我的建议，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中增补注释，明确彭德大“又名彭得大”。内蒙古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呼和浩特退役军人事务局也受理我的意见建议，同意根据党史表述，对烈士纪念场所关于彭德大烈士的生平信息作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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